
也谈国有企业工人的行动选择
———兼评刘爱玉《选择:国企变革与工人生存行动》

游正林

　　国有企业改革已经 20多年了 ,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的各种研究文

献早已浩如烟海 ,不过 ,真正研究国有企业工人的行动选择的文献并不

多 ,因此 ,当笔者看到刘爱玉博士《选择:国企变革与工人生存行动》(以

下简称刘著)(2005)① 一书时 ,不禁为之一振 ,然而 ,拜读之后 ,却有意

犹未尽之感。笔者想就刘著涉及的三个主要问题进一步谈些自己的看

法 ,兼与刘爱玉博士商榷 。

一 、关于“回应行动”的分类

　　刘著关注的主题是:“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普通工人地位受损以及

经理权威主义的崛起会导致工人什么样的行动回应”(2005:4)。受赫

希曼(A.O.Hirschman)(赫希曼 , 2001 1970)提出的“退出(exit)、表达

(voice)② 和忠诚(loyalty)”三种应对行动的启发 ,刘著将工人的回应行

动分为以下三大类型:一是退出 ,即离开企业 ,其中又分主动和被动退

出③ 两种类型;二是服从 , 也分为主动和消极服从两种类型;三是吁

请 ,即以抵制 、消极不合作 、松弛或抱怨 ,向管理者 、管理者的上级表达

不满与要求 ,它又可分为个人吁请和集体行动两种类型 ,其中 ,个人吁

请又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采取抵制行动来表达不满 ,二是个人倾诉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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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著认为被动退出“发生在企业破产或合并 、合资等变革时 ,表现为内退 、下岗 、失业等形

式”(2005:104)。笔者认为 ,如果这种内退、下岗 、失业等形式的退出是被迫的 ,那么 ,这
种被动退出应该看作是一种“地位受损” ,而不应该看作是一种“回应行动” 。只有主动退

出才可以视为对地位受损的一种行动回应。

有的学者(如卢昌崇 , 2001)将赫希曼的“ voice”译为“呼吁” ,刘爱玉(2003:6)将它译为“吁
请” ,笔者认为将它译为“表达”也许更合适。

该书由其博士论文《国有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的行动选择———一项关于无集体行动
的经验研究》修改而成 ,此文的精华部分曾发表在《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 6期。



采取个人抱怨 、向管理者 、管理者上级表达不满与利益诉求(2005:

104)。笔者认为 ,这种分类有简单化之嫌 ,难以反映国有企业工人采取

的“回应行动”的复杂性。

刘著把“地位受损”看作是“个人或者群体在地位的各个层面的损

失”① ,认为它既有主观的一面 ,也有客观的一面(2005:76)。而在笔者

看来 ,刘著所谈的“地位受损”应指国有企业工人对自身地位变化的一

种主观感受 ,即与某个或某些标准进行比较时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受损

了 ,否则 ,如果没有这种主观感受 ,也就不必谈什么“行动回应”了 。这

种主观的地位受损感 ,应属于不满意感 、不公正感的范畴。刘著所探讨

的“行动回应”问题 ,其实是探讨工人对地位受损感(不满意感 、不公正

感)的行为反应 。根据这个思路 ,笔者想在此补充介绍一些学者对有关

“回应行动”的分类。

其实 ,在赫希曼之前 , 亚当斯(Adams , 1965)在他的不公平理论

(theory of inequity)② 中就已经探讨过组织中的雇员对不公平感的行为

反应问题 。亚当斯认为 ,在从业组织中 ,雇主和雇员之间存在一种交换

关系。他关注这种交换关系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对雇员来说 ,什么时

候 、为什么这样的交换看起来是不公平的?即不公平感的前因;二是如

果雇员感到不公平 ,他们将有什么样的反应? 即不公平感的后果 。对

于第一个问题 , 亚当斯认为雇员的公平感是拿自己的“结果 投入”比

率与“他们”的“结果 投入”比率进行比较之后的产物。当这两个比率

相等时 ,雇员就会产生公平感 ,反之 ,就会产生不公平感 。对于第二个

问题 , 亚当斯认为 ,雇员一旦产生了不公平感 ,就会采取各种方式来减

少这种不公平感。他认为可以从行为和认知两个方面来减少不公平

感。减少不公平感的行为方式有五种:一是降低自己的投入 ,如降低工

作积极性;二是提高自己的结果 ,如要求增加工资;三是对“他人(如雇

主或管理者)”采取行动 ,使其投入增加 ,如使雇主的生产成本增加;四

是对“他人”采取行动 ,使其结果减少 ,如使雇主的利润减少;五是离开

那个地方(即退出)(转自 Folger &Cropanzano ,1998:Chapter 1)。

在亚当斯和赫希曼的分类基础上 ,路斯巴特等(Rusbult , 1982)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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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个理论又通常被称为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

刘著认为 , “在操作层面上 ,地位受损主要分析的是工人的职业地位 、经济地位 、社会地位

和政治地位受损状况”(2005:76), 可是 ,刘著并没有对这四个方面的“地位”进行严格的
操作化。



出了一个两维分类模型 ,一个维度是行为的正面性(positive)与负面性

(negative),另一个维度是行为的主动性(active)与被动性(passive)。经

过交互分类后 ,可以得到以下四种行为反应:一是主动而负面的行为 ,

如“退出”行为;二是主动而正面的行为 ,如“表达”行为;三是被动而负

面的行为 ,如“退缩(withdrawal)”行为;四是被动而正面的行为 ,如“忠

诚”行为(转引自 Sheppard et al., 1992:75)。这个分类模型与赫希曼的

分类模型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赫希曼的分类模型只讨论了两种主动

的行为反应 ,即退出与表达 ,而这个分类模型还讨论了被动行为;二是

在这个分类模型中 , “忠诚”只是一种反应类型 ,而在赫希曼的分类模型

中 ,“忠诚”更多地起一个中介变量的作用 ,即在行为选择上 ,忠诚者将

选择“表达” ,不太忠诚者将更可能选择“退出”(Sheppard et al.,1992:75

-76)。

上述模型(包括赫希曼的模型)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人们对

不公正感或不满意感的反应 ,它们只关注于个人层次上的行为反应 ,而

忽视了集体(群体)层次上的行为反应 。为了弥补这个缺憾 ,谢帕德等

提出了一个更加综合的三维分类框架。三个维度分别是:正面行为还

是负面行为 、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 、个人行为还是群体行为。对这三

个维度进行交互分类 ,可以得到以下八种行为反应类型:一是主动而负

面的个人行为;二是主动而负面的群体行为;三是主动而正面的个人行

为;四是主动而正面的群体行为;五是被动而负面的个人行为;六是被

动而负面的群体行为;七是被动而正面的个人行为;八是被动而正面的

群体行为(Sheppard et al.,1992:77-80)。

在这个三维分析框架里 ,谢帕德等并没有给个人行为和集体(群

体)行为下明确的定义。泰勒等(Tyler , 1997)认为 ,区分个人行为和集

体行为不是基于参与的人数 ,而是基于其行为背后的动机或意图 。如

果雇员是出于改善或者纠正自己个人的处境而对不公正做出反应 ,那

么 ,这种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如果雇员是出于改善或者纠正自己更大的

参照群体的处境而对不公正做出反应 ,那么 ,这种行为就属于集体行

为。①他们还根据是否符合更大的社会系统的行为标准 ,将行为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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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皮文和克劳沃德在研究穷人的抗议行动时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 ,当抗议者把自己
看作是某个群体的成员 ,并共享一套抗议信念时 ,那么 ,可以把那些看上去属于原子化的

个人抗议行动视为集体抗议活动(Piven&Cloward , 1979:3-4)。



规范行为和非规范行为。前者指遵从更大的社会系统的行为标准的行

为 ,它们被认为是建设性的 、正面的;后者则指不遵从更大的社会系统

的行为标准的行为 ,它们被认为是破坏性的 、负面的 。当然 ,这是从社

会的角度① 来划分的 ,无疑带有价值判断的成分。如果将这两种分类

进行交互分类 ,则可得到以下四种行为类型:一是规范的个人行为 ,二

是非规范的个人行为 ,三是规范的集体行为 ,四是非规范的集体行为

(Tyler et al.,1997:153-154)。

谈及工人对“地位受损”做出行动回应 ,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工作场

所中的越轨行为 。近年来 ,一些学者专门对工作场所中的越轨行为②

的类型进行了研究。罗宾逊和贝奈特将工作场所中的越轨行为定义

为:组织成员故意违背重要的组织规范 、因而威胁到组织及其成员的福

利的行为 。他们根据越轨行为所指向的目标(组织或个人)和所侵犯的

规范的重要程度(重要的或不太重要的),将越轨行为分为四种类型:一

是生产越轨行为 ,指侵犯不太重要的规范 、指向组织的行为 ,如迟到早

退 、没病却请病假 、缺勤 、出工不出力 、浪费资源等;二是财产越轨行为 ,

指侵犯重要的规范 、指向组织的行为 ,如盗窃公司财物 、破坏生产设备 、

向竞争对手泄露商业秘密 、侵吞公司资金等;三是政治越轨行为 ,指侵

犯不太重要的规范 、指向个人的行为 ,如散布流言蜚语等;四是人身攻

击行为 ,指侵犯重要的规范 、指向个人的行为 ,如公开侮辱 、漫骂 、人身

伤害等(Robinson &Bennett ,1997:7-14)。

在众多个体行为中 ,还有一种常见的行为 ,就是默认不公正的现

状 、在行为上不做出反应 。但雇员这样做不是没有代价的 ,如可能会引

起更大的心理压抑和身体紧张。这种状态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导致自

杀 、吸毒和酗酒等行为;这些不公正感亦可能累积在心里 ,暂时没有行

为上的表现 ,将来一旦引发 ,雇员可能会做出更加强烈的 、更加具有攻

击性的行为反应 ,如极端的暴力行为(Tyler et al., 1997:155-156)。弗

尔格和斯卡里奇在谈及雇员对不公正感的反应时 ,打了一个炒玉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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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目前对类似行为的称呼尚未统一 ,学者们称之为“攻击行为(aggression)”(如 Neuman &

Baron , 1997),“反社会行为(antisocial behavior)”(如Giacalone&Greenberg , 1997),“负功能行
为(dysfunctional behavior)”(如 Griffin et al., 1998), “起反作用的行为(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如 Spector ,2003:Chapter 10),等等。

从大的方面来讲 ,观察 、判断国有企业工人行为的角度主要有: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角
度 、国有企业工人的角度 、政府的角度和国有企业以外社会成员的角度。



的隐喻 ,认为感受到不公正的雇员就像放在热油里翻炒的玉米 ,那些还

没有爆花的玉米 ,虽然从外表上看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但它们也都

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温度升高的影响 ,其内部结构可能已经发生了不可

逆转的改变(Folger &Skarlicki , 1998:47-51)。

总之 ,根据以上分析 ,国有企业工人面对“地位受损” ,可能会有各

种各样的行为反应 ,既有正面行为也有负面行为;既有直接行为也有间

接行为;既有主动行为也有被动行为;既有隐蔽行为也有公开行为;既

有个人行为也有集体行为……如果把所有的“回应行动”比做一座巨大

的冰山 ,那么 ,公开的集体行动只不过是露出水面的那个引人注目的山

尖而已。

二 、关于“集体懈怠”

　　刘著的结论之一是:在国有企业工人中已经很少甚至不再出现李

静君(Ching Kwan Lee)所描述的那种“ collective inaction”现象(2005:

107)。在这里 ,有必要先说说对“ collective inaction”这个概念的翻译问

题。“collective inaction”是周雪光首先提出来的 。周雪光认为 ,社会主

义国家特有的制度结构 ,使大批人的行为方式变得很相似 ,这种“大批

(large numbers)”现象为集体行动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当人们想逃避国

家的控制而又不敢与之公开对抗时 ,便采取不顺从行为(如不热心参与

由国家发起的政治运动 、工作没有积极性 、旷工 、逃避公共义务等)来表

示抗争。这些行为尽管都是基于个人的行为 ,但由于是“大批”人参与 ,

因此 ,它具有集体的特性 ,也是一种集体行动 。周雪光把这类行动称为

“collective inaction” ,并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 ,它是在中国政治背景下的

一种看不见的“静坐示威”(Zhou , 1993:66-67)。李静君曾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对广州的几家国有企业进行调查。她认为:华尔德(A.G.

Walder)(1996)所说的“新传统主义”已经被一种新的“混乱的专制统治

(disorganized despotism)”体制所取代(Lee ,1999)。面对日益专制的工厂

管理体制 ,国有企业工人往往采取出工不出力 、偷懒 、自发停工 、准静坐

示威 、旷工 、热衷于兼职搞第二职业等方法来表示抗争 。她借用周雪光

的这个概念 ,把这些抗争行为也称为“collective inaction”(Lee ,1998)。

由此可见 ,周雪光和李静君所描述的是具有集体性质的工作松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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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和不顺从行为。因此 ,将“collective inaction”译为“集体懈怠”或“集

体不作为”是比较合适的 ,刘著却将它译为“集体无行动”(2005:25 、28),

这既不达意 ,也容易与刘著中的另一个关键概念“无集体行动”相混淆。

李静君亦把这种“集体懈怠”称为“日常抗争(everyday resistance)” ,

并认为在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 ,劳工将继续(也许还会加强)采取这种

形式进行抗争 ,而不是采取有组织的抗议运动的形式进行抗争(Lee ,

1999:68)。在推行“下岗分流 、减员增效”政策以前 ,李静君所说的这种

集体懈怠或日常抗争现象 ,在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 。长期以来 ,一直困

扰国有企业的工人缺乏“主人翁”精神 、工作积极性不高等现象 ,就是这

种集体懈怠或日常抗争的表现 。

刘著认为 ,在被调查的国有企业工人中已经很少甚至不再出现这

种集体懈怠现象 。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并无商榷的必要 。刘著的调查

时间是 2000年至 2001年 ,所调查的五家企业都是经过产权变革以后

的企业 ,有的还改成了外资独资企业和私人控股企业。企业改制以后 ,

可能会因为加强了管理而缩小了工人从事集体懈怠行为的空间 ,亦可

能会因为提高了工人的满意度而降低了工人从事集体懈怠行为的诱

因。因此 ,刘著的这个结论也许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 ,刘著得出这个

结论所依据的经验资料是很不充分的。它只是根据少量的 、质量不太

高的访谈资料和对一个不太相关的问题的问卷调查资料就得出了这个

结论 。在刘著引用的几个工人的访谈资料中 ,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反映

现在(调查时)对工作的要求提高了 、工作量增加了 、每天都很忙 ,而并

没有多少有关集体懈怠(或日常抗争)的内容(2005:107-108)。在问

卷调查中 ,那个用来测量集体懈怠现象的问题是这么设计的:“人们在

工作上多多少少会碰到一些困难挫折或不顺心的事 ,请问您在碰到不

顺心的事时 ,曾经采取过下述方法吗?”在所列的 13种方法中 ,就有“上

班时不起劲干活”这个方法。这个问题的备选答案有四个 ,分别是:经

常这样做 、有时这样做 、很少这样做和从不这样做(刘爱玉 , 2003:211)。

统计结果显示:回答“上班时经常不起劲干活的人只有 1.5%,有时候

不起劲干活的占 6.9%,91.6%的工人认为自己即使不顺心也不会在

工作上松懈或缺工”(2005:107)。这个统计结果就成了刘著得出上述

结论的重要依据 。其实 ,问卷中所询问的这个问题与所要分析探讨的

问题不太相关 ,因为“在工作上碰到一些困难挫折或不顺心的事”并不

等同于“地位受损” , “上班时不起劲干活”也并不等同于“集体懈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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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一些国有企业调查过工人的集体懈怠或日常抗争现象 ,

感觉要调查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十分不容易:一是这样的行为一般都是

以比较隐蔽的方式进行 ,局外人很难察觉 ,即使是经常和他们打交道的

车间管理人员也不一定能及时察觉得到;二是对大多数工人来说 ,调查

这方面的行为是一个敏感话题 ,尽管他们在日常抗争上各有各的高招 ,

但他们不会轻易地向调查者泄露这方面的情况。也许正因为如此 ,调

查这个问题的学者很容易得出与刘著一样的结论 。

前面已经谈到 ,面对“地位受损” ,工人们的行为反应方式是多种多

样的。一些学者认为 ,这些行为方式可以相互替代。如果集体行为不

可行 ,那么 ,他们可能会选择个人行为;如果直接的 、公开的行为不可

行 ,那么 ,他们可能会选择间接的 、非公开的隐蔽行为;如果不能进行有

组织的 、公开的罢工 ,那么 ,他们可能会采取消极怠工 、阳奉阴违和“请

病假”等比较隐蔽的形式来表示抗争。这种替代形式会给管理方造成

比罢工更大的损失(Blyton &Turnbull , 1998:311-319)。长期以来 ,各

级管理部门对公开的集体行动总是比较敏感 ,而对那些比较隐蔽的 、以

个人形式进行的日常抗争及其后果则往往重视不够 、估计不足。其实 ,

在现实情况下 ,我们同样应该关注工人们的日常抗争及其后果。斯科

特认为 ,尽管处于弱者地位的社会群体通常只能使用“弱者的武器”进

行日常抗争(Scott , 1985),但不可轻视这些日常抗争的累积后果 。他

说:“尽管日常形式的抗争很少被新闻媒体报道 ,但就像无数的珊瑚虫

能聚集成一个珊瑚礁那样 ,无数微小的抗争和规避行动也会创造出一

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堡礁 。当国家这艘轮船触礁时 ,

典型的做法总是将注意力投向失事轮船本身 ,而忽视使轮船失事成为

可能的大量行动的聚集。”(Scott ,1989:20)一些一直保持“稳定”的国有

企业 ,最后就像“轮船触礁”一样“失事”了 ,在反思其“失事”的原因时 ,

是否也该反思一下那些“堡礁”是怎么形成的? 也许 ,如果及早采取措

施 ,有些“堡礁”本来是形成不了的 。

三 、“集体行动何以成为可能”

是一个更值得调查研究的问题

　　刘著称其基本发现是:国有企业工人在因制度变革而地位受损的

213

书 评 也谈国有企业工人的行动选择



情况下 ,并没有出现有组织的 、公开的集体行动 ,即无集体行动(2005:

281)。① 刘著的大部分篇幅都放在解释为什么无集体行动上。笔者认

为 ,国有企业工人有无集体行动 ,这只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 ,而不是什

么重要的学术发现。真正值得去发现的是集体行动背后的逻辑 。谈到

集体行动的逻辑 ,就不能不谈到奥尔森(M.Olson)的《集体行动的逻

辑》 。

在奥尔森之前 ,社会科学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个

人所组成的集团(群体)总是试图为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事 。按照

这种共同利益导致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体行动将是很容易发生的 。然

而 ,奥尔森却认为 ,由于集体行动的成果属于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 ,一

旦集体行动成功 ,所有集体成员都能从中受益 ,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

行动成本的成员 ,这种成本—收益结构势必导致理性的 、自利的集体成

员普遍采取坐享其成式的“搭便车”行为 ,而不会自愿采取合作性的集

体行动以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奥尔森 ,1995)。奥尔森的所探讨的其实

是集体行动的困境或“无集体行动”的逻辑。也就是说 ,刘著所关注的

“为什么无集体行动”的问题 ,早在40年前就已经被奥尔森论证过了。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于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时 ,当

时不少大群体的集体行动都成功了 ,并不像奥尔森所说的那样陷入了

集体行动的困境。那么 ,如何解释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Hardin ,

1982:xiv)?这些集体行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个问题

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主要是社会学者 、政治学者)。

面对这个集体行动的难题 ,奥尔森的解决方案是:除非群体中的人

数很少 ,或者除非采取选择性的激励手段使集体成员为实现他们的共

同利益而奋斗 ,不然 ,对大群体(潜在群体)② 而言 ,要产生集体行动几

乎是不可能的。他将选择性的激励手段分为两种类型 ,即惩罚那些没

有承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搭便车者”和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做贡献者 ,

前者为消极的强制手段 ,后者为积极的诱导手段(奥尔森 ,1995:42)。

遗憾的是 ,奥尔森并没有进一步探讨实施选择性的激励手段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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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奥尔森说他“主要关心的是大集团 ,引入小集团只是为了比较和对照”(奥尔森 , 1995:2)。

本文也只讨论大集团(大群体)的集体行动问题。

刘著并没有给集体行动下一个明确定义。在下文的讨论中 ,笔者将“集体行动”限定为:

由许多普通人发起和参加的(而不是由政府部门 、管理部门从上往下推动的)在正式体制

之外公开地 、理性地追求他们的共同利益的行为过程。



体方法。不过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逻辑推理:要在群体内部采取“选择

性的激励手段” ,就必须先制定出一套大家认可的奖惩制度 ,然后 ,再在

其成员中实施这套奖惩制度。然而 ,这样做也至少面临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奖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要花费成本的 ,包括收集有关信息 、讨价

还价 、监督 、执行等方面的成本 。群体规模越大 ,这些方面花费的成本

越多 。这些花费从何而来 ?二是由“惩罚”产生的收益也是一种公共物

品 ,如果大家都是理性自利的话 ,谁愿意充当容易得罪人的惩罚者? 这

样 ,势必第二次出现搭便车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按照奥尔森的

思路 ,又得再次采取选择性的激励手段 。此后 ,还可能面临第三次搭便

车的问题(Elster , 1989:41)。也就是说 ,如果在集体行动中确实存在“搭

便车”问题的话 ,那么 ,即使采取选择性的激励手段也不一定能解决问

题。事实上 ,在有些情况下 ,在某些大群体内部建立 、实施严格的奖惩

制度也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此外 ,如果选择性激励是公共物品得以

提供的充要条件 ,那么 ,一个群体的生存就将完全与它所寻求提供的特

有的公共物品无关 ,因为公共物品永远不足以激励个人为集体做贡献 。

如果选择性激励是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惟一原因 ,那么 ,群体生存时间

的长短将取决于它所能提供的激励的大小 , 然而 , 现实并非如此

(Hechter , 1987:36)。不少学者的研究都表明 ,一些大群体的集体行动

并不是采取选择性的激励手段之后才得以出现的 。那么 ,这又如何解

释呢 ?人们为什么会参加集体行动 ?

奥伯沙尔认为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上:一是

假设人们都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 、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都有保证的社

会里 ,因此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加入到一个社团或运动当中

去 ,以便获取公共物品;二是假设集团中的成员在发动和维持获取公共

物品的动员中 ,不会得到外界的支持;三是假设大集团中的成员都是未

经组织的个体决策者 ,就像古典经济学家假设的存在于市场中的大量

的 、小规模的 、彼此独立的生产者一样。然而 ,在现实社会中 ,上述三个

假设都难以成立(Oberschall , 1973:114-117)。正因为如此 ,自奥尔森

的著作问世以来 ,对集体行动难题的解答主要是从挑战上述三个假设

展开的 ,即分别强调外部资源 、既有的社会网络 、政治机会和集体认同

感等因素对集体行动(社会运动)① 的产生与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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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笔者接受奥伯沙尔(Oberschall , 1993:2)的观点 ,即认为社会运动是集体行动的一种形式。



1.强调外部资源的重要性

针对奥尔森的第二个假设 ,资源动员理论者认为 ,那些处于弱势的

群体难以仅仅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发动一场社会抗议运动(Oberschall ,

1973:214)。他们的不满情绪总是存在的 、是相对恒定的 ,但是 ,由于缺

乏资源和镇压的威胁 ,集体抗议行动极少成为他们的一种可行的选择 。

要想使他们的集体抗议行动成为可能并最终取得成功 ,他们必须得到

广泛而持续的外界支持(Jenkins &Perrow , 1977)。如果能得到外界资

源的支持 ,那么 ,“搭便车”问题就很可能得到克服 ,大集团的集体行动

就成为可能(Oberschall , 1973:115)。

2.强调既有的社会网络的重要性

针对奥尔森的第三个假设 ,一些学者强调 ,个人总是被嵌入于社会

网络之中 ,因此 ,社会运动一般都能通过既有的社会网络来招募成员 。

“快速的动员不是通过招募一大批离群索居者而出现的 。它的出现是

通过招募已经高度组织起来的集团成员和参与者的结果。事实上 ,许

多运动是由若干既已存在的社团突然合并而产生的”(Oberschall ,

1973:125)。“绝大多数社会运动并非白手起家 ,而是源于既有的社会

群体 、社团和这些社会群体 、社团的联合”(Oberschall , 1993:24)。由于

存在这种社会网络 ,所谓的大集团只是算术意义上的“大” ,而实际上 ,

它们更像一个由许多小集团 、社会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所构成的

纵横交错的网络(Tarrow , 1998:23)。这样的大集团实际上是由一些较

小集团组成的联邦 ,在这种联邦集团里 ,运用选择性的社会激励可以解

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奥尔森 ,1995:72-73)。

3.强调政治机会的重要性

一些学者 , 如蒂利(Tilly , 1978:chapter 4)、麦克亚当(McAdam et

al., 1982)等 ,在探讨集体行动与其所处的宏观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

时 ,强调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ies)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认为集体

行动的时机选择及其最终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可利用的政治机会决

定的 。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学者 ,并没有对政治机会做出明确的定义 ,

其含义十分含糊 ,任何有利于社会运动活动的环境因素都往往被视为

政治机会(McAdam ,1996:25)。后来 ,一些学者对政治机会所涉及的几

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说明。麦克亚当综合这些学者的观点 ,认为“政治机

会”主要指以下四个方面:(1)制度化的政治体制是否开放;(2)支撑政

体的各个精英层是否稳定;(3)精英联盟是否出现;(4)国家进行镇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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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决心(McAdam ,1996:27)。

4.强调集体认同感 、集体意识的重要性

麦克亚当认为 ,抗议群体可以利用的政治机会及其内部的组织水

平 ,只是为集体抗议行动提供了某种客观的”结构上的潜力(structural

potential)” ,还不足以导致一个集体抗议行动的产生。要产生集体抗议

行动 ,还离不开第三类影响因素 ,即受屈者群体中“抗议意识”的发展水

平。也就是说 ,在集体抗议行动产生之前 ,必须在受屈者群体中发展出

一套这样的集体意识:自己目前的处境是不公正的 ,通过采取集体行动

这种不公正的处境是可以改变的 。他把产生这种抗议意识的过程 ,称

为认识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McAdam , 1982:48-51)。社会建构论

者特别强调这种集体认同感 、集体意识 、认识解放等① 因素对集体行

动的影响 ,并且认为这种集体认同感 、集体意识等不是既有的 、也不是

固定不变的 ,而是在集体行动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被建构和再生产出

来的(如Snow et al.,1986)。

此外 ,还有一些学者(如Zhao ,1998;Sewell , 2001)强调生态环境 、空

间因素对集体行动的重要性 ,甚至认为在中介社团欠发达 、国家控制之

外的社团属于非法的强权威主义制度下 ,生态环境和基于生态的社会

网络与信息传播便成为一项社会运动所能指望的惟一的动员工具

(Zhao ,1998:1522)。

在探讨上述因素对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时 ,有的学者只

强调其中某个因素的重要性 ,不过 ,更多的学者则强调其中几个因素的

综合影响 。如麦克亚当认为以下三类因素对社会抗议行动的产生起着

决定性作用:一是抗议群体可以利用的政治机会;二是受屈者群体内部

的组织水平;三是受屈者群体中“抗议意识”的发展水平 ,也即其认识解

放的程度 。尽管这三类因素都很重要 ,但它们仍然只是产生社会抗议

行动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McAdam ,1982:40-51)。处于不断变

化中的这三类因素(再加上第四个因素 ,即其他社会群体对抗议行动的

反应)对抗议行动的后续发展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McAdam ,

1982:51-59)。麦克亚当对这三类因素的强调 ,得到了有关学者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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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此相近的概念还有“框架过程(framing processes)”(McAdam et al., 1996)、“共识动员
(consensus mobi lization)” (Klandermans , 1997:7)、“团结的文化(cultures of solidarity)”

(Fantasia , 1988)等。



是持政治过程理论的学者的广泛认同。这三类影响因素又被简称为

“政治机会” 、“动员结构”和“框架过程”(McAdam et al.,1996:2)。

总之 , “实际上 ,这个领域中的所有`理论' 首先是关于社会运动出

现的理论”(McAdam et al.,1996:7)。“集体行动的出现远不是不言而喻

的 ,因此 ,由不满情绪转变为集体行动的方式总是社会运动文献中讨论

的一个关键问题”(Klandermans ,1997:6)。可以说 ,近几十年来 ,大多数研

究集体行动的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基本上都是围绕解决“集体行动何以

成为可能”这个难题而展开的。刘著反其道而行之 ,专注于解释为什么

“无集体行动” ,这虽然不能说没有意义 ,然而 ,笔者认为 ,对大多数人来

说 ,没有参加集体行动应该是他们的社会生活的常态 ,探讨人们为什么

保持这种常态远不如探讨人们为什么没有保持这种常态那样有意义。

长期以来 ,我国的劳动关系研究几乎完全与国外脱轨 , “劳资冲突”

甚至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 。这种状况至今也没有大的改观 。面对国有

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集体行动”(如集体上访 、集体停工 、集体

罢工 、集体静坐请愿 、集会游行 、集体堵塞交通要道等),国内学术界很

少有人对它们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①,实在是十分遗憾 。

蒂利曾说:谈到集体行动 ,就像谈到食物 、性或说话 ,几乎每个人都

认为自己懂得不少 ,没有人喜欢别人说自己对它们无知 ,然而 ,从科学

的观点看 ,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Tilly , 1978:5)。在我国 ,即

使在我国社会学界 ,大家对集体行动的了解恐怕也远没有达到像对食

物 、性或说话的了解一样多 ,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就更多了 。现在 ,更

需要我们去做的 ,不是泛泛而谈为什么无集体行动 ,而是深入到现实社

会中 ,扎扎实实地做一些集体行动的个案调查 ,探讨这些集体行动是如

何成为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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